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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Transmission from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in the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Real Challenges, Fundamental
Rationale,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WANG Xinzhe, YANG Yuhan, ZONG Li, XUE Haoying

Abstract: A hierarchic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has been established at all levels

of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ontrol rigidity calls for precise matching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plan, which is the preferred technical choice by planning

administrators and supervisors. However, "precise matching" represents the misunder‐

standing of "consistency" and hence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especially for the "break‐

points" between master plans and detailed plans owning to their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Optimizing the spat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from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should go beyond the log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ather, it

needs to consider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diversity of land uses,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decision making, make good use

of spatial control tools, increase the flexibility of the transmiss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normative guidance of unit planning.

Keywords: formulation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planning transmission from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ning; space control; flexible transmission;

unit planning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要求下级规划落实上级规划的导向十分清晰，2019年5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制

定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提出下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分解

落实要求，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2019年6月发布的

《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在规划工作开展流程中也提出了

相关要求，传导技术成为规划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建构

1.1 总体规划体系初步建立了分类分级管控的传导体系

从“ 弹性”到“清晰”的逐级空间“管理”，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董珂等[1]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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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国土空间规划建立了分层、分

级的传导体系，在“刚性管控”的思路

下，“精确对应”是规划管理者与督查者

在共同诉求下所倾向的技术选择。然而，

“精确对应”是对“一致性”的误解，并

且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尤其是“总—详”

规划由于尺度差异形成了“断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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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参照的空间基准不同实施分度约

束，该深则深、该浅则浅，分别采用定

则、定量、定构、定界、定形、定序的

管控方式。同济规划院课题组提出构建

“六类要素+四种方式”的传导矩阵体系，

见表1。
落实到规划编制要求上，《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要求“省

级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分区传导、底线管

控、控制指标、名录管理、政策要求等

方式，对市县级规划编制提出指导约束

要求”；《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

南（试行）》（以下简称“市级指南”）

要求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市辖县

（区、市）提出规划指引，按照主体功能

区定位，落实市级总规确定的规划目标、

规划分区、重要控制线、城镇定位、要

素配置等规划内容”。在此基础上，“市

级指南”提出的分区规划编制/详规单元

划分要求明确地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这一界面上引入了规划传导要素，使规

划传导得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内实现

完整衔接。

1.2 “多规合一”及控规的地方探索建

立了详细规划的传导体系

以北京、上海、广州、厦门为代表

的“多规合一”改革，主要针对控制性

详细规划层面，优化了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传导体系，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工作机

制、多规合一判定的技术标准、分级传

导的规划体系、规划总控的技术平台、

应对实施的动态维护办法等各具特色的

研究成果及规划体系，大量经验可应用

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详细规划。

以北京为例，形成一套“总规—分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国土空间规划

传导体系，同时在每一个规划层级都探

索构建了“规划编制—规划实施—监督

保障”的全周期闭环空间治理模式。在

不同深度层次上，区分“刚性管控”与

“引导完善”两类内容，例如，在街区层

面严格落实功能定位、规模指标、三大

设施等刚性要求，确保城市基本框架，

在街坊层面落实功能布局、建筑规模和

空间形态等要素，构建了“图则、导则

加规则”三位一体的编管模式[2]。

1.3 “总—详”规划空间类的管控传导

机制不完善

加强传导成为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

要求，基本可以分为政策、指标、控制

线、用途和设施等 5个主要方面。政策

的传导包括对规划目标、战略意图、土

地使用政策以及具有空间属性的政策区

的传导等[3]，以文本为核心载体，具有较

大的“弹性”，操作相对容易，指标类管

控要素可以进行数字上的逐级分解或赋

予弹性阈值，空间类的控制线、用途和

设施管控的刚性传导成为控制难点，因

为从“总体模糊到局部清晰”的过程，

无法通过简单的空间分解来实现[1]。
地方“多规合一”的改革形成了

“一张图”的详细规划平台，而空间规划

体系下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编制，

为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纵向“对准”提供

了条件，使各规划的蓝图可以互相嵌合。

下位规划是上位的“照抄”或“打

开”①。总、控两类规划由于尺度和编制

时间等问题，形成了两“段”体系。目

前总规到详规的有效传导机制不完善，

规划体系处于“断链”[4]。
就目前的空间规划编制实践来说，

被正式批复的符合空间规划体系改革要

求的总体规划只有北京、上海两个城市。

这两个城市是在全国统一编制之前完成

了规划，同时由于其超大城市、直辖市

的特殊地位，总体规划突出了战略引领，

与单元规划、详细规划形成了较好的分

工，空间上突出结构控制的作用，为详

细规划的“一致性”留出了较大的弹性

空间，而其他正在编制总体规划的城市

则面临“总—详”一致性方面的相关

问题。

2 空间管控“精确对应”困境

2.1 以“精确对应”达到一致性成为当

前规划传导的技术选择

在“刚性管控”的思路下，“精确对

应”是地方规划管理者与上级督查不同

诉求下共同的技术选择。上级规划与下

级规划间，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详细

规划间，规划与实施许可间，规划与监

督管制间的约束关系都追求“精确对应”

的一致。“模糊与清晰”或者“微差”关

系则被认为是“不一致”。这种思路的形

成是多重原因叠加带来的必然选择。

同时“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工作强

化了空间精确传导意识。作为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核心工作之一的三条控制线划

定工作采用了与要素传导相比更为刚性

的推进逻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提

出要在“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实现三条

控制线落地”的基础上，由“市、县组

织统一划定三条控制线和乡村建设等各

类空间实体边界”。这一直接将空间精确

位置在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贯通”的政

策要求，影响了其他要素的传导基调。

尽管上下贯通、各层级密切联系的

工作逻辑与逐级实现的传导逻辑在政策

上并行不悖，但却在规划编制和管理实

践方面埋下了规则上的隐患。

2.2 “精确对应”是对“一致性”的

误解

“精确对应”的“一致性”判断标准

从实际管理操作角度看似简单易行，但

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将导致保持各规划

间、规划与建设间的“一致”难以实现。

为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原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还是原城乡规划体系，面

向实施的基层规划都具有一定的动态调

整路径。如果将“精确的一致”作为一

致性判断的唯一标准，那在下层次规划

调整后，如果上层次规划不进行调整修

改，则产生了下层次规划突破“一致性”

的问题；反之，如果因为下层级规划的

反馈导致上层级规划调整，则造成上下

逻辑关系的混乱。为避免这种矛盾，在

贯彻

深化

变换

增加

指标

+
+
+
+

名录

+
+
+
+

结构

+
+
+
+

位置

+
+
+
+

分区

+
+
+
+

边界

+
+
+
+

表1 国土空间规划传导方式
Tab.1 Transmission mode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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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体系下，均

存在规划与规划间、规划与监督实施间

“非精确的一致性”关系。比如在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中，市级规划划定土地利用

功能区至县级规划划定的县级土地用途

区，就是一种从“集中连片的片区”到

“图斑”的“非精确”转换。在城乡规划

的督查实践中，也并非像外界诟病的那

样，“拿总规去督察实施，跳过了中间的

环节”，督察部门首先要求对总体规划和

规划实施中产生的“偏差”进行解释，

而并非判定所有这些“偏差”都是错

误[1]，这种“偏差”的允许也代表了一种

“非精确”的一致。

在“精确对应”的思路下，上层规

划来源于下层规划的拼合，成果愈发精

细化，在一些关键内容上达到了下层规

划的深度，甚至直接代替下层规划向下

传导或监督实施。各级规划在编制实践

中关注同样内容，成果趋于一致，造成

了对“分化治理”初衷的改变[5]，同时造

成上层规划的合理性部分依赖于下层规

划的合理性，容易诱发规划成果技术不

合理的问题。即使研究充分深入且符合

当前的全局战略，规划本身也无法预计

未来实施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当未

来新的合理需求产生时，过于精确的规

划必然导致未来可适应性不足，从而导

致规划“一致性”体系的瓦解。

为了使规划编制传导与规划实施中

保持“精确的一致”，地方普遍建立了

“N上N下”的工作机制，这就要求规划

必须同步编制，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与

代价来进行统筹，本轮总体规划耗时 3
年以上就是一个例证。同时这种机制容

易引发下级主体的利益投机心理。在上

级规划要求下级规划“纳入”时，提交

的规划内容本质上更倾向于“投机”而

脱离“规划理性”的范畴。下级主体投

机的成功会进一步激发这种群体投机的

行为，最终削弱了整体规划合理性。

应该认识到，基于“精确对应”的

一致性只是规划“一致性”的一种类型。

在更多的情况下，规划内容的有效传导

依赖于一种“非精确对应”的柔性传导。

2.3 “总—详”规划尺度差异使空间定

位及规划传导形成“断点”

不同空间尺度下规划的内容重点不

同，需要的基础空间和属性信息也就不

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强调以“三调”

为基础，省级规划在用地信息上往往使

用市级“三调”成果的缩编，这样保证

了省市县底图的一致性，而详细规划作

为地方事务普遍采用较大比例尺的地形

图为基础，同时考虑了多重管理信息。

在不修正地类和边界的前提下，“三调”

或其基数转换后的成果均无法满足专项

规划和详细规划层次的现状图表达深度

和精度要求[6]，底图的转换造成了“总—

详”规划在空间传导的非精确性。

“三调”的分类与国土空间用地用海

分类存在差异，如何“转换”成为一个

技术问题，主要的研究集中在3个方面：

第一是相关地类的转换和“一对多”的

拆分、“多对一”的合并转换。第二是对

于建设用地“管理属性”的认定，随后

发布的《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土空间

规划现状基数的通知》对此两项进行了

明确，并强调“现状基数矢量图斑用于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不得更改‘三调’

成果数据”。第三则是对用地具体边界的

调整，由于土地调查多采用“调绘”的

方法，即使相同的地块在具体数据上又

会存在差异。朱江等[7]从调查逻辑和规划

逻辑入手探讨了数据转换的衔接路径，

何子张等[6]基于厦门的实践探讨了“一张

底图”构建的难点与要点，均建议构建

事权分层的“一张底图”，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广州、厦门等规划管理信息化基础

较好的城市的诉求。

董华文等[8]以南雄为例探讨了县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基数转换研究，最终形

成分别面向行政报批与城市精细化管理

的两套成果。其中，面向行政报批的成

果严格满足行政审批规程技术要求，而

面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成果则充分协调

了调查与管理数据的矛盾，并对重点地

区开展三级地类的细化调查工作，为后

续详细规划与相关专项规划编制预留数

据接口，是一般县市对“三调”成果使

用的典型代表。但随着地方详细规划信

息平台的建设，“重绘”规划信息成为详

细规划管理的必然需求。

2.4 空间规划不应囿于信息技术的逻辑

信息技术为国土空间提供了强大的

技术支撑，但同时也影响了空间规划体

系的技术逻辑，电子地图时代智能化的

自动综合技术成为地图学和GIS学界的

研究重点，通过初级尺度的自动综合技

术策略，可以实现“通比例尺”的 “无

级变换”[9]。但空间规划显然不同于地图

的可视化，一方面通比例尺有尺度区间，

另一方面在尺度变换的同时还有空间管

理事权、未来不确定性等一系列复杂

问题。

从“一张图”的实践来看，走向两

个极端：一种是在“控规全覆盖”的基

础上进行“综合”。如早期的控规改革中

厦门编制“空间布局规划”，以精细化的

控规土地利用规划图替代总体规划总图，

作为城市发展蓝图，造成总体规划的失

效[10]。一种是由于不能“精确对应”而

放弃各层级之间的要素关联，这种情况

在当下的空间规划体系建设中应当特别

关注。

在多层次空间规划体系中，看似简

单易行的精确对应基本无法实现。以某

相对独立的地块为例：在国土调查中会

出现调查与宗地界限的不一致，包括具

体点位的误差，还有异质性功能的界定

等；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分区中，

由于不存在道路分区，常规做法是将其

相邻道路并入，造成了边界的改变；在

用地分类图中，道路又“切除”了，同

时道路红线也经过了“规整”；在详细规

划中，地类进一步细分，相关的配套设

施增加，道路线形也可能改变。由此可

见，即便是保留的现状、受相邻因素干

扰极少的用地，在各个层级的规划中都

无法做到图斑的一致性。见图1。
当下使用各类算法开展多尺度矢量

图元一致性分析的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

测绘、地理信息和详细规划审查等领域。

例如，基于语义关系的空间数据尺度转

换[9]、基于本体规则的多源矢量数据一致

性分析[11]与基于ETL和人工智能空间信

息提取及架构于其上的基于规则推理的

审查算法[12]等。但基于语义与本体的相

关技术仅在语义关系十分明确、空间边

界定位一致性较强的情况下才能用于

“精确定位”的一致性判断，无法满足当

下规划管理实践的实际技术需求。人工

智能技术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在规

划管理中利用人工智能实现辅助判断时，

仍需要人工设计审查规则，并人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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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流程的合理性及相关属性与规则判

断的完备性。以信息技术手段验证

“总—详”规划“精确对应”传导有效性

的技术手段目前仍无法达到在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中实现传导所需的水平。在现

有的个别详细规划智能化审查探索实践

中，审查规则也仅验证了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土地利用规划图层是否与法定图则

相一致，没有提出跨规划层级的“精确

定位”审查要求[13]。

3 “总—详”规划空间传导的基

本逻辑

3.1 城乡发展具有复杂性，规划实施具

有不确定性

城市及其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的

特殊复杂巨系统，其复杂性已经得到公

认。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

与死》中将城市定义为最为复杂、最为

旺盛的生命。尽管以系统论、控制论和

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理论是认知世界的

重要工具，然而不能把人的社会性、复

杂性、心理和行为的不确定性过于简化

以后将复杂巨系统变成简单巨系统。此

外，也有必要研究系统动力学等模型的

可信度[14]。
马克斯·韦伯提出人的理性包括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是对工作是否符合整体目标、意义的判

断，工具理性则是对工具是否符合局部

最优路径的判断[15]。只有当工具理性始

终服务于价值理性，才能有效发挥工具

的价值。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精

确的刚性传导虽符合易管理、易监督的

工具理性，但在结果上却导致规划成果

技术不合理、可适应性不足的价值理性

缺乏问题，导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

断裂。

在规划传导与管控实施体系设计中，

应始终强调面向价值理性。规划实施效

果始终应是规划整个体系发挥价值的评

判，而不应简单地将易实施监督作为

“好”的标准。当前在国土空间规划的严

肃性、约束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如规

划传导实施仅依赖于以精确对应、数理

判断为核心的“一致性”传导体系，而

在规划编制实施的各个环节缺少对价值

理性的判断，则规划编制主体易陷入花

费大量精力研究数理规则从而最大限度

地争夺土地发展权的博弈中去，而对面

向价值理性的技术方案缺少精力或漠不

关心。

规划实践中，理性的规划编制是规

划合理实施——实现价值理性的前提，

而合理的规划传导体系则是促使规划理

性编制的关键工具。规划传导工具的设

计离不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思

维。一方面，传导体系的设计要强调始

终面向价值理性，强调国土空间规划的

综合性、技术性，限制地方将规划作为

利益投机的行为取向，避免规划编制陷

入数字博弈中去。另一方面，传导体系

的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开发与保护思维下

的不同编制与管理要求，适应未来发展

的不确定性。

以开发利用为核心目标时，决策的

做出需要基于多重变量下的综合判断，

价值理性具有不可替代性。应充分尊重

专家评审、规划技术委员会、公众参与

在方案确定上发挥的综合作用。以资源

保护为核心目标时，规划基于对既有现

状的保护优化，工具理性同样具有不可

替代性。基于工具理性的判断可以约束

人的自由裁量，从而对在市场竞争中处

于弱势的资源要素起到保护作用。

3.2 用途管制的对象具有多样性，上下

传导具有非树型特征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直接对象是空

间，空间具有多种类型，可分为实体空

间、功能空间和管理空间[16]。从认识论

角度，可分为“区域型”国土空间和

“要素型”国土空间。“区域型”国土空

间强调其综合性，是指“一片片”具有

综合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的空间，而

“要素型”国土空间强调其具体用途或管

理限制性，是指“一块块”单一用途的

地块[17]。两种类型的空间分别代表了全

局视角和局部视角，在工作认知上应做

明显区分。

土地调查以真实反映调查时点的土

地利用状况为基本要求，所以，它的对

象是实体空间，由《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技术规程》可以看出，在“三调”工

作开始阶段，确实曾试图将土地权属、

批供管理等信息在“三调”中查明厘

清②，但在实际开展不久，各地“三调”

办就因操作困难导致工作难以推进，从

而奠定了后来正式“三调”“所见即所

得”的调查基调。作为规划核心任务的

空间管制面对的是功能空间，空间具有

异质性、动态性和尺度性[16]。在大尺度

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土地调查基本

满足规划的需求，“区域型”国土空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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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同一地块在不同规划中的表达差异示意
Fig.1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same plot on differen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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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类要素空间可以利用“三调”成果，

但到了城市尺度就显得匹配度不够，各

地进行的“底图转换”就是针对空间的

异质性和尺度性对“三调”成果进行的

转换。在具体管理工作中，空间不仅对

应所见即所得的实物现状，还应包括土

地审批、供应、权属，以及各类法定规

划、管理政策等多重信息，政府需要与

权益人对接，对象是一个“管理空间”。

三类空间在规划中发挥不同的作用，

各司其职，是符合技术逻辑的，但在上

下博弈的过程中，对于底图的技术探讨

其实就是行政逻辑下的博弈，土地使用

的“失控”使中央政府通过“三调”掌

握“真实”情况，从“三线”划定的规

则演进过程可以看到“三调”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的权威作用不断强化，而技术

力量较强的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

城市率先建立了“精准、科学”的详细

规划体系，而这些详细规划体系均是建

立在大比例尺地形图及地方管理数据平

台之上的。

3.3 规划事权具有层级性，一致性判定

规则具有主观特征

从国际经验看，详细规划属于“地

方规划”，地方应该拥有较大的自主权，

所以“上位”规划基本以理念型、政策

型为主，较少有具体的空间传导。我国

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一方面由于

土地国有的现实，另一方面对于央地事

权没有明确的划分，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探索形成了 “集权下分权”规

划与治理逻辑。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应以

生态文明建设为逻辑起点，地类管制向

空间管控转型，构建面向全过程、多样

化的管制规则体系[18]。总体规划对于详

细规划的空间传导应关注底线型、结构

性、目标性的要求，尽量减少直接对应

的“传导”。

在具体的规划监管中，一致性判定

是规划审查与实施过程中的主要“技术

环节”，判定内容包括定位、策略、功

能、空间、数量等的一致性，其中，除

数量一致性可通过计算直接判定外，其

他内容判定都存在主观特征，这也正是

历来规划审查都需要多轮专家评审、部

门征询和公众参与的原因。

在目前阶段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

程中，对空间一致性的判定缺少多样化

的柔性判定方式，以坐标一致作为空间

一致判定方式虽然简单，但过于刚性反

而不利于实际管理。因此，在国土空间

规划法规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我们

仍需强调主观判定的重要性，可通过细

化审查规则、审查流程为主观判定提供

规范约束。审查规则中，可提供允许的

误差范围，允许数量不一致的几种情形，

允许使用参照物作为空间判定依据等等；

审查流程上，可增加对明显不一致情况

的一事一议、补充商议、公众征询的要

求。优化规则和流程，可为判定工作提

供更规范的工作框架，使本来简单局限

的一致性判定的工作覆盖面更广，也能

更为灵活地应对多变的规划情形。

4 “总—详”规划空间传导的几

个优化建议

4.1 走向精准传导

规划是一个不断深化、优化的过程，

从纵向传导来看，需要“精确”对位的

要素其实并不多，大量的是结构性的控

制。同时规划设计人员具有将表达“具

体化”的习惯，在规划成果中出现大量

“冗余”或表现信息，如控制性详细规划

中的建筑布局、鸟瞰图等。这些信息有

助于展示上位规划的意图或对下位规划

的认可，但并不是严格的管控信息。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应建立明确的“管控”

意识，所有的控制要素都是明确的，规

划成果的表达是准确的，构建自上而下

的精准传导体系。

在《德国发展的理念与战略》中，

每项“理念”的示意图均注明了“不具

有规划意图”的字样，州空间秩序规划

中的图示虽然采用数据化的地图为图底，

但其内容并不涉及详细图斑[19]。在北京

的详细规划体系中，组团详细规划深化

方案不审批，只在规划主管部门备案，

较好地解决了规划总体控制、公开和下

层级动态修改深化的问题。

上海的规划传导体系建构了“划示”

与“划定”的体系，使用“结构线”“控

制线”到“图斑线”，从“划示”到“划

定”，区分各层级控制线的虚实不同，从

而明确各层级规划的任务、权限、控制

精度[20]。

4.2 用好空间管制工具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了用地“分

区—分类”空间管制工具，规划分区多

用于传递空间保护与开发等政策，引导

空间格局的发展方向，表达对用地的规

划政策意图（land use policies），而用地

用海分类则是对土地用途的明确界定

（land use classes） [21]。从用地分区到分

类是一个非树状的开放体系，保留了充

分的弹性，与主体功能区划共同构成了

空间管制的体系[22]（图 2）。但分区到分

类的转换关系不明确，目前试用的分区

分类标准仍需要进一步完善[21]。
在《市级指南》制定时曾有过对于

中心城区表达深度的讨论。按照分层空

间管制的逻辑，总体规划应该到分区为

止，但最终中心城区的用地分类图从示

意转向了正式图纸，增加这个层次的图

纸是希望传导的“落地”。但在总体规划

阶段对详细用地布局的考虑并不细致会

限制具体用地布局的优化（图 3），同时

由于用地图比较“具体”，会成为关注的

焦点，关键的分区图反而会被忽视。

根据前文的分析，从总体规划到详

细规划存在底图转换的过程，考虑到与

详细规划的衔接，中心城区的用地图应

该建立在地方大比例尺的底图之上，这

张图的增加将这个转换过程纳入总体规

划的控制之中，有利于保持规划传导的

落实。但如果在规划的审批过程同时审

核底图转换的一致性，将极大增加规划

审批的复杂性，如果不审查则有可能造

成这一重大传导步骤由总规审批“背书”

的前提下失控。

4.3 建立柔性传导体系

为在保持中央干预能力的前提下兼

顾不同层级的空间治理诉求，应选择刚

柔组合以优化传导结构。空间边界的概

念化的传导主要体现在省级向下或市级

向下传导的过程中。随着规划尺度缩小，

规划中空间边界的表达方式逐渐由高度

概括的结构性表达向可度量面积或长度

的实质性表达转变，即由“虚指”向

“实指”由“开放”到“闭合”[3]。
柔性体系是规划严肃性的稳定剂。

国土空间规划的控制权变强，但城乡发

展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通过弹性规划

方法可以使规划适应不确定和多变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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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减少不必要的调整，使规划更具有

韧性也更为稳定，规划的公信力和严肃

性因此得到保障[23]。
柔性规则是刚性内容有效实施的保

证。空间规划所强调的规划严肃性既要

体现在结果的强制力和精确性上，也要

体现在过程的规范性上，两者是相辅相

成的。由于规划结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后者往往更为重要。柔性规则是面

向原则、方法和流程的规则，使弹性规

划有据可依。服务于柔性内容的规则保

障，往往对柔性内容的包容度、一致性

判断规则有所界定，以保护灰色地带中

的程序正义，它既通过“柔性”保证了

规划多样性和灵活性，又通过“规则”

保证了管控的有效落实[24]。
在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中，已经形成

一系列的柔性传导的工具：就事权分层

来说，形成分类、分度约束的体系；就

表达来说，形成结构化的图示表达方法；

就用地分区来说，强化“非树形”的开

放体系及留白机制；在图数对应方面，

通过属性、留白、指标池等工具，形成

上下闭合但留有弹性的空间。这些工具

的系统、科学运用将极大地提升规划的

适应性，通过对弹性的管制达到维护规

划的严肃性的作用。

4.4 加强单元规划编制的规范引导

从地方规划管理实践来看，普遍选

择在总体规划和传统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之间增加单元规划的层次，一方面是总

体规划强调区域性、战略性、底线控制，

“总—详”规划之间的距离在“拉大”，

增加中间层次可有效解决“总—详”规

划脱节的问题；但同时另一方面是作为

具体控制的蓝图，被纳入地方事务的详

细规划层级，有效监管单元规划的编制

是保证总体规划有效传导的重要保证。

从详细规划编制的技术规范来说，应鼓

励结合地方的实际和管理水平，制定多

样化的技术标准，但其中作为“总—详”

衔接的单元规划要守好底线，需要制定

统一的国家或行业标准进行规范与引导。

从单元规划编制的技术路线来看，

主要是现状的认定、规划控制要素（包

括指标和空间） 的落位存在着失控的

风险。

第一是建设用地的认定。前文提到

在总体规划阶段已经存在现状认定的博

弈，地方政府倾向于认定更多的“现

状”。尽管通过《关于规范和统一市县国

土空间规划现状基数的通知》统一了标

总体规划用地分区图

总体规划用地分类图

详细规划用地规划图

图3 “总—详”规划优化造成的空间
非对应性示意

Fig.3 Spatial non-correspondence caused by optimi⁃
zation from comprehensive planning to detailed plan⁃

ning
注：本图为示意性图纸，非真实的总体规划与详细

规划图纸
图2 各类规划中用途管制的空间非对应性示意

Fig.2 Spatial non-correspondence of land use control in various types of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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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但矛盾依然存在，在“土地财政”

的惯性诉求下，详细规划编制阶段存在

再次博弈的可能。《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村庄规划工作的意见》提

出城郊融合类的村庄可纳入城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统筹编制，有利于统筹城镇和

乡村发展，但前提是认定好“现状”，不

然将击破开发边界。

第二是单元指标的分配与控制。《市

级指南》提到“中小城市可直接划分详

规单元，加强对详细规划的指引和传

导”，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详规单元的划

分要充分衔接规划管理，在总体规划较

难考虑成熟，大量总规编制会有意忽略

这一部分。在详细规划编制的阶段如果

缺乏对于整体的统筹，会出现局部合理

而整体谬误的现象，建设量控制、人口

规模就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详细

规划编制之前，必须加强整体的单元控

制，或者在总体规划编制阶段作为必备

内容。

第三是关键控制线与设施的落位。

在“三线”划定阶段，通过复杂的上下

协同，基本解决了空间定位的上下贯通

问题，但就其他控制线和设施来说，总

体规划不可能也没必要做到精确定位，

单元规划阶段就承担了相关空间要素的

落位问题。除基于比例尺衔接、地形差

异、用地勘界、管理范围界定进行的边

界勘误外，均不应在转换的过程中改变

总体规划的意图。

5 结语：适应保护与开发的不同

规律

由于思维方式与规划传导实施体系

的不同，开发与保护导向下的刚性传导

具有不同的内核逻辑与表现形式。保护

思维下的规划，清晰的资源现状是规划

（也是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础。刚性传导

则是在上下协商共谋认定后，上层规划

是对下层规划的汇总，传导相对较为清

晰，而开发导向下的规划传导是从目标

战略到精细的空间布局的转变，呈现出

由模糊到清晰、由战略到空间落实的转

化特征。刚性内容在不同的空间层级呈

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传导是在遵循高

层次规划框定刚性原则与条件下下层次

规划进行“精细化”与“再创作”的过

程，在加强保护性要素的“精确对应”

传导的同时，要尊重开发性要素的“柔

性”传导。

注释

① “打开”这里特指针对某一具有明确空间

范围的规划意图，在规划传导中，在不改

变空间范围与比例尺精度的前提下，对规

划意图的树状细化过程。

②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要求将

权属调查资料、土地审批、土地供应、土

地登记、建设用地审批、土地执法等多类

资料作为基础资料，在城镇村庄内部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中要求应参考土地审批、土

地供应、土地登记等资料修正调查边界，

在专项用地调查中，要求将批准未建设的

建设用地调查作为一项工作内容，在土地

权属调查中要求将已完成的集体土地所有

权确权登记和城镇国有建设用地范围外国

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成果落实在国土调查成

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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